
儒商研究:儒家伦理与现代社会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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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以儒商为切入点 ,尝试探究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的作用 。所谓儒

商 ,指怀抱儒家道德价值的商人 。本文首先构造儒人的理念型 ,作为衡量儒商的准

绳。研究通过熟人推介 ,以深入访谈方式 ,共走访了 40位企业家 。结果显示 ,讲求道

德价值的儒商 ,做生意的时候虽然未必物尽其利 ,总可以在利害计较的市场找到一席

之地。由此可见 ,以儒家伦理来抗拒现代社会工具理性横肆 ,并非能与不能 ,而是为

与不为的问题。

＊　本研究得以顺利展开 ,特别要感激拨款资助的香港研究资助局(编号:CUHK322/ 95H), 一刻万金却拨冗现身说法

的企业家 ,以及从中穿针引线的友好和相熟。本文提出的“儒人”理念型 ,是我们研究小组长时间讨论孕育出来的。

小组成员除本文作者外 ,还包括陈海文 、陈健民 、赵志裕 、杨中芳及伊莎白诸教授。最后要向陈和顺博士致谢 , 他在

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方面提供了宝贵的专业意见。

　　本文所涉及的研究 ,是以儒商为切入点 ,探究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所可能发挥的作用 。现

代社会的特征很多 ,但最基本的一点 ,就是韦伯(Max Weber)所指的“理性化”过程 ,或者说是

“工具理性”发达 。所谓“工具理性” ,顾名思义 ,即只讲手段 ,不问目标 。或者更确切的说 ,是不

管目标是什么 ,只要目标既定 ,就能提供达到这个目标的最佳手段。战场与商场是工具理性最

易显彰的地方 ,理由很简单 ,就是因为目标已定 ,而且确实无疑。前者的目标是胜利 ,后者则为

了赚钱 ,同样是充满竞争气味的制胜处境 ,或者说是弱肉强食的“赛场”(乔 , 1995)。现代社会

由于工具理性发达 ,人类控制 、驾御客观环境的能力增强 ,生产水平大幅提高 ,物质生活显著改

善。然而由于工具理性的威力所向披靡 ,无所不至 ,以致人类一些基本价值倍受蹂躏 ,特别是

传统上赖以凝聚社会的力量分崩离析 ,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

哈贝玛斯(Jurgen Habermas)继承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ort School)的传统 ,力批工具

理性 ,认定此乃扭曲了的理性 ,是现代社会许多罪恶的主要源头(Bernstein ,1985 , 6)。他提出

沟通理性(communicat ive rationality),旨在填补工具理性的不足 ,使现代人由单方考虑的成功

导向转到双方协调的沟通导向 ,在日常生活世界重新建立饱受工具理性摧残的团结基础 。按

照哈贝玛斯的分析 ,在蕴藏工具理性的“体制”(system)壮大并取得支配地位之前 ,人在日常生

活世界的行动由共识(consensus)来协调 ,此共识一方面通过沟通而达致 ,另方面则由规范所制

约(Habermas ,1987 ,150)。由此可见 ,日常生活世界的秩序不能撇开规范道德而单靠沟通理

性来解决 。

这正是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可以发挥所长之处 。在协调日常生活世界的行动方面 ,孔子

的学说刚好补哈贝玛斯的不足 。他与苏格拉底不同 ,并不重视辩论和沟通 ,对沟通技巧甚至有

蔑视的倾向(如说“巧言令色 ,鲜矣仁” !),也未尝就沟通理性的问题有所论述。当然 ,哈贝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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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讲伦理和规范 ,但大抵还是环绕着“沟通”这个主题而展开 ,与孔子的关注截然不同 ,也可以

说是互相补充。孔子创教立说 ,无非是针对当时社会工具理性横肆 、动乱频仍的情况 ,在规范

共认的基础上 ,提出一套建立社会秩序的学说 ,也就是日后所指的儒家思想(张 ,1989)。儒家

伦理千条万条 ,但归根究底 ,不外是日常生活世界里头的做人道理 ,教人和谐共处 、秉正不阿 ,

所谓“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这岂不是抵御工具理性泛滥的价值泉源么? 我们关注现代

人的儒家价值观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

到目前为止 ,有关儒商的论述大抵可以归为两类:第一类是比较严谨的学术研究 ,对象主

要是历史人物(余 ,1987 , 1996 ,1997;马 ,1995;Lufrano ,1997)。这类研究有个局限 ,就是当事

人已经逝世 ,只能在留下来的文字上下功夫 。资料比较详尽的 ,譬如有关张謇(1853-1926)、

经元善(1841-1903)等人的记载 ,也只能显示他们的儒家价值观和活动概况 。究竟他们如何

经商 ,在面对义利冲突时怎样调处 ,乃至于内心有无出现挣扎 ,则往往语焉不详 ,甚至完全没有

史实可稽。第二类以在世的儒商为对象 ,一般由文人或商家执笔 ,作传记式的描述(潘 、汪 ,

1995 ,1996;潘 , 1996)。至于从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从事研究的 ,尚未见到 ,是以本文所做

的 ,也算是个新的开端。

我们以“儒商”为了解儒家伦理与现代社会的切入点 ,正因为在他们身上 ,工具理性与道德

价值这两股力量相遇 。如前所述 ,商场与战场是工具理性当道的地方 ,如果在这里活动的人也

能秉持个人操守 ,其他人自然也不会有多大问题。换言之 ,我们的研究策略是找寻象商场这样

趋近道德真空的“极端处境” ,看看能否依然找到一丝一毫的道德遗痕 ,藉以检视工具理性在现

代社会是否真的无坚不摧 。

“儒商”一词 ,在最近十多年才流行起来。明清时期的文献 ,称为“儒贾”。用字不同 ,其义

则一 。所谓儒商 ,就是亦儒亦商。“儒”字有两个含义:一指思想价值体系;二是职业社群 ,即知

识分子。在传统中国 ,儒家思想是社会的价值主流 ,人的思想 ,乃至于一举手 、一投足 ,很难不

受儒家伦理所薰陶。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所以“儒”的两个含义可以混而不分。即是说 ,当时的

知识分子 ,或多或少总会抱持儒家的价值观念。但自本世纪以来 ,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 ,儒家

思想已经失去了社会价值主流的地位 , “儒”字的两个含义开始脱钩 。我们不能假定当今所有

的知识分子 ,都是怀抱儒家价值的人。

我们的研究目标既然是探究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所可能发挥的作用 ,所以赋予“儒商”一

词的定义 ,就专指怀抱儒家价值的商人或企业家 ,而非时下一般所采用的“既是文人 ,亦是商

人” ,或者是知识分子商人(潘 ,1995)。严格来说 ,在深入访谈以前 ,我们无法确定某人是否怀

抱儒家价值 ,因此选择研究对象时 ,只好从最低定义出发 ,就是除了在商言商之外 ,还有另外一

套价值标准的商人或企业家。到目前为止 ,通过相熟及友好人士的引荐 ,我们总共访问了 40

位属于这个类别的人 ,其中 8位在香港 , 4位在台北 ,曲阜 、台中 、台南 、高雄 、深圳各 1位 ,上海

5位 ,无锡 3位 ,南京 8位 ,广州 2位 ,新加坡 2位 ,吉隆坡 3位 。他们的业务涵盖范围广阔 ,有

航运 、化工 、饮食 、旅店 、房地产 、市场调查 、制衣 、酿酒 、棉织 、金融 、家具 、电脑 、电力 、电子 、汽车

零件 、出版 、书店 、玩具制造 、贩卖玉器 、钢铁 、药材 、建筑 、广告 、形象设计 、音乐制作 、百货等 。

从规模来看 ,小至一人经营 ,大至三千员工 、业务分布全球的企业 。自性质言之 ,有国营 、私营 ,

甚至产权不大清楚的乡镇企业 。此外 ,我们还访问了 7位在这些企业工作的雇员 ,包括高层的

副总经理 、人事主任 ,乃至低层的仓务员和营销员 。

访问 40位企业家时 ,11位不方便或表示不愿意录音 ,其余的都录了音 。每次访谈时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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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至两个半小时不等 ,其中有 3位企业家分别接受了两次访问。

本文以下主要分为三节:第一节讨论衡量儒家价值的尺度;第二节以这个尺度为基准 ,描

述受访商人的儒家特征;第三节则试图探究商场中义与利的关系 ,看看在工具理性横肆的地

方 ,还有没有道德考虑的空间。40位企业家的谈话 ,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但以论文的篇幅

所限 ,以下只能择要论述 ,或者说是勾划出一个我们思路的轮廓 。

一 、儒人的理念型

要研究怀抱儒家价值的商人 ,需要有把专门衡量儒家价值的尺子。由于没有现成的可资

借用 ,我们首先要构造一把。以儒家思想作为研究对象 ,由来久远 ,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从事

实征研究 ,大抵是二三十年来的事 。一直以来 ,无论是中西学者 ,“儒家”一词用得很滥 ,差不多

凡是传统中国的 ,甚至是小农社会一些共有的行为模式(如重视人情),都算在儒家的帐上(顾 ,

1996 ,3-4)。如果不首先把概念厘清 ,研究出来的成果就很有限 。

所以 ,我们首先要着手构造一个“儒人”①(Confucian acto r)的理念型(ideal type)。说起理

念型 ,很自然的想起韦伯(Max Weber),但这并不是他所首创 ,而是从一位宪法学者那里借过

来用的。简单言之 ,理念型只是个思维图像 ,或者说是概念工具 ,通过去杂提纯 ,片面强调具体

现象的某些方面 ,省略其他方面 ,从而到达概念或思维图像的内在一致性 。这么一来 ,理念型

就像乌托邦一样 ,只是我们构造出来的思维图像 ,在现实世界里头是找不到的。它的作用 ,等

于是一把尺 ,用来衡量具体人物或现象 ,看看现实与理念型之间的距离有多远(Weber , 1978 ,

23-25)。在方法学上 ,理念型解决了社会科学家一方面有价值关怀 ,另方面要保持价值中立

的两难处境。他可以依照自己的价值关怀去构造理念型 ,但理念型出来之后 ,自身就成为客观

的量度工具 ,量出多少就多少 ,不会因为他的价值关怀而有所改变(顾 ,1992 ,187-212)。

在构造“儒人”的理念型时 ,我们有下列几点考虑:第一 ,“儒人”是个具有儒家性格的人 ,也

就是将儒家的价值伦理内植于心的人 ,其典型便是儒家传统所说的“君子” 。我们构造“儒人”

的理念型 ,即以“君子”为基础 。由于“君子”本身其实也是个理念型(张 ,1989 ,84-86),因此我

们所从事的 ,其实是个双重构造———在理念型的基础上再构造一个理念型 。第二 , “儒家”是个

复杂多变的现象 ,有数不尽的属性 ,随着时间而转变 ,构造理念型时不可能也不会照单全收 ,问

题是要把哪些属性包括在内 ,才可以将“儒人”的形貌和神髓显示出来 。第三 , “儒人”既然是个

历史现象 ,自必有其历史局限 ,有些原来是主要属性(如守三年之丧),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合时

宜。可是另一方面 , “儒人”在不断流变中也有一些超越时空局限的属性。为了将二者区别开

来 ,我们把儒家的伦理价值分为“实质德行”(substantive vi rtues)和“形式德行”(formal vi rtues)

两方面 。必须指出 ,这只是分析上的两个领域 ,在现实世界二者是交缠一起的 ,譬如“仁”这种

德行 ,既可以见诸实质行动 ,也有形式上的定义(Lin ,1974 , 184)。大抵言之 , “实质德行”较受

时空局限 , “形式德行”则持久不变。在构造“儒人”的理念型时 ,我们尽量避开“实质德行” ,专

注于“形式德行” 。第四 ,我们也知觉到 ,没有了“实质德行”的“儒人” ,就不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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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后 ,不敢居先。”



但这正好是理念型的本质 。诚如萧滋(Alfred Schutz)指出 ,人的理念型只不过是木偶 ,他“从

来不是一个主体 ,或者是自发行动的中心。他没有主宰世界的任务 ,而且严格来说 ,他根本没

有世界 。他的命运由他的创造者 ,也就是社会科学家所决定和操控 。”萧滋跟着强调 , “重要的

是科学家观照社会世界的着眼点 , ……这个科学家的中心着眼点称之为他的探究中的科学问

题”(Schutz ,1970 ,287)。这里所说的“着眼点” ,其实就是韦伯所指的价值关怀。我们的价值

关怀是什么呢? 前文已经提及 ,就是试图在儒家的伦理价值里头抽出一些东西 ,藉以抵御现代

社会工具理性的泛滥 。工具理性的弊端 ,一言以概之 ,就是事功挂帅 ,利字当头 ,既冰冷无情 ,

也破坏了日常生活世界的凝聚基础 。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表达 ,便是“宗教的热忱 ,侠义

的血性 ,女儿的深情 ,都淹死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之中”(Marx and Engles ,1968 , 34)。

基于上述考虑 ,我们所构造的“儒人”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意识模式(mode of con-

sciousness),二是取向模式(mode of orientation)。前者是个人的内心状况 ,后者则涉及人际交

往 ,均趋近“形式德行” 。兹分别申述如下:

首先 , “儒人”的意识 ,是由道德意识构成的。只要我们分析一下“君子”这个概念的内容 ,

便可以得到这个结论 。“君子”一词原指社会地位 ,但随着时移世易 ,道德含义愈益加重。到了

东汉的时候 ,已经纯粹由道德来界定(萧 ,1980 ,65;余 , 1989 ,161)。然而 ,单单说“儒人”的意识

模式是道德的意识模式是不够的 ,因为清教徒 、佛教徒等人的意识也有很浓厚的道德成份 。所

以下一步的工作 ,便要将“儒人”的道德意识与其他人的道德意识区别开来 。

根据我们的分析 ,儒家的道德意识起码具有下列五点特征:第一 ,认定所有人只有努力修

养 ,在道德上皆可臻于至善的境界 ,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 ,“舜何人也?禹何人也? 有为者亦

若是” ,“尧舜与途一” ,都在表达同一讯息。第二 ,对道德修养有内在的行动 ,要做到“人不知而

不愠” ,“不患人之不己知” 。换言之 ,人之所以为人 ,便要修养品格 ,努力从善。这样做 ,不是为

了其他什么的外在目标 ,如得救 、名利等 。第三 ,具有一种反省意识 ,经常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

是否合乎正道 ,有无行差踏错 ,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 ,正是这种反思意识的最佳说明 。

特别是在个人独处的时候 ,尤须警惕 ,所以儒家强调慎独。第四 ,当义与利有冲突的时候 ,舍利

取义 。如前文提及孔子的话说:“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第五 ,对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怀

有使命感 ,任重道远 ,死而后已。这种使命感后来发展成为杜维明(1996)所指的关怀意识

(concern consciousness),典型的例子是范仲淹的名言“先 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以

及传统中国人经常悬挂的联语:“风声 、雨声 、读书声 ,声声入耳;国家 、家事 、天下事 ,事事关

心” 。上述五种道德意识的个别特征 ,很难说在其他社会找不到踪迹 ,因为不同社会所肯定的

价值 ,总会有些共同的趋归。然而把五者加起来总括的看 ,则无疑是儒家所独有的意识模式。

至于儒家的取向模式 ,即是个奉行“中庸之道”的人 。“中庸”一词可以从广义和狭义来理

解。广义的“中庸” ,就像以它为名的那本经书那样 ,差不多涵盖了儒家的所有价值和德行 。狭

义的“中庸” ,则专指人与人交往时的一种模式 。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中道”(doctrine of the

mean)甚与相近(Aristotle ,1951 , 189-192)。这里涉及的既然只是取向模式 ,故采取了狭义的

“中庸” 。

即使是狭义的“中庸” ,也用得很滥 ,经常引起误解 ,以为居中折半 ,或者是和稀泥不分青红

皂白 ,便是中庸 。其实中庸有很强的原则性 ,要择善固执 ,不偏不倚。然则中庸是什么呢 ?作

为一种行动取向 ,起码具有下列两点特征:第一 ,中庸是指恰到好处 ,过犹不及。世间的事情总

会有个限度 ,以限定这个事情的适当状态 ,例如人的血压 ,过高不好 ,不及也有问题 。又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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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太肥过瘦都不理想 ,要达到多一分则肥 ,少一分则瘦这个最佳状态 。与别人交往 、处理事情

的时候也要掌握各自的最佳状态 ,这就是中庸之道 。

如果光是这一点 ,那中庸之道作为一种取向模式 ,就不足以显示出儒家的特色 ,因为这与

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中道” ,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Aristot le ,1951 , 189-92)。中庸取向的儒

家特色 ,主要表现在另外一点 ,那就是在考虑问题乃至采取行动时 ,从全局出发 ,不单止从自己

的立场出发 。譬如说 ,自己谋取最大收益 ,但也考虑到让别人得到最大的收益。因此 ,奉行中

庸之道的人 ,经常要自我克制 、准备妥协 ,自愿放弃一些收益 ,好使别人也有收益 ,争取共赢局

面 ,从而皆大欢喜 ,和谐共处。这里所说的妥协 ,只是利益上的妥协 ,不是道德原则的妥协(王 ,

1984;葛 , 1991;杨 、赵 ,1997)。

这样的一个“儒人” ,无疑有许多现实生活的属性尚未包括在内 ,然而正如写生一样 ,只要

所描绘的特征足以把实物的形貌与神韵显示出来就够了。还须说明一下 , “儒人”是由传统儒

家的“形式价值”而非“实质价值”来界定 。因此 ,生活于 20世纪的“儒人”所抱持的实质价值 ,

未必与传统儒家所标榜的一样 。

二 、受访商人的儒家特征

正如西方社会的宗教在近世纪经历了世俗化过程一样 ,中国儒家思想自本世纪开始在现

代化的冲击之下 ,也走上了一条坎坷道路。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 ,无形中割断了儒家经典与

利益分配制度的联系 。到了新文化运动期间 ,儒家伦理已经是众矢之的 ,作为社会价值系统的

地位受到西来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挑战 。时至今日 ,儒家思想已失去了制度上的支持 ,只

是以文化传统的余绪而延绵不去。因此 ,很难期望现时的人会像传统时代的中国人那样信守

儒家价值。在工具理性当道的商场作业的人 ,更不必说了 。在我们访问过的 40 位企业家当

中 ,他们所怀抱的儒家价值 ,大抵像一个“连续体”(continuum),有些比较接近上述“儒人”的理

念型 ,其余依次逐减 ,向另一端伸延 。既然是“连续体” ,就很难划一条线将儒商与非儒商区别

开来 。我们只能粗略的说 ,“儒人理念型”所包涵的道德价值或性格特征 ,散落在我们访问过的

企业家身上。有些人多些 ,有些人少些 。

这些企业家的意识模式 ,较为明显的有两点 ,一是以义制利 ,二是关怀意识 。下节行将谈

及 ,格兰诺维特(Granovet ter)所提出的“嵌入论点”(embeddedness thesis),也肯定道德行为的

功利价值。换言之 ,正如深圳一家食店的名字那样:义为利。但是从儒家的观点出发 ,坚守义

行并非取利的手段 ,其本身就是目的。而且 ,当义与利有冲突时候 ,舍利取义。

所有商人都要赚钱 ,但儒商则坚持取之有道 。或者说 ,所有守法商人都是如此 ,这并不是

儒商的特征。不错 ,守法商人会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划清界限 ,但儒商更进一步 ,在合法的范围

之内 ,把道德的作为与不道德的作为区别开来。以钟先生为例 ,他强调有三种钱他不会赚:第

一是死人的钱;第二是弱者的钱;第三是遗害社会的钱 。他说有一次有朋友找他 ,告诉他有机

会代售沙鱼软骨丸 ,据说此丸可以治疗癌病。他即时的反应是 ,这盘生意肯定赚钱 ,因为无论

药丸是否有效 ,走投无路的癌症病患者都会一试。不过他劝朋友不要做这盘生意 ,因为他不认

为这些药丸能够治愈癌症 ,所以只是乘人之危而图利。

另一个例子是熊先生 ,他继承父志 ,创立了一间图书公司。他出生于江苏省阜宁县的一个

望族 ,但随着日本入侵 ,家道中落 ,早年过着非常坎坷的生活 ,到处流浪 ,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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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作为书香世代的后裔 ,这命运的煎熬是难以承受的 。后来他随家人辗转去了台湾 ,在机关

工作了一段时间 ,觉得没有多大意义 ,于是以微薄的积蓄 ,于 70年代初期开办了一间小规模的

出版社 ,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他专注于社会学 ,对这门当时新兴的学问不仅怀有极浓厚的

兴趣 ,而且认为足以促进国家富强 ,社会进步 。在台湾 ,社会学专著的市场很小 。台湾以外 ,差

不多没有市场。所以经过二十多年艰苦经营 ,公司的收入除了养活一家人之外 ,所余无几 。在

这些年里 ,他说有许多机会 ,只要出版些迎合大众口味的书 ,就能赚钱 ,但他表示不愿意这样

做 ,因为这不是他的理想所在 。他说:

　　我假如为了生活 ,或者为了利润赚钱 ,其他行业 ,可能我得到的 ,应该在经济补

偿 ,在生活补偿上应该好一些。但是我做出版 ,我感觉我是产生知识 ,对我讲我感觉

有价值。我自己不能直接生产知识 ,我赞助别人生产知识。 ……我的理念是 ,仅仅为

一个职业 ,一个工作 ,也就是为了生活呀 ,我是不大满足的。换句话说 ,还要有点事业

价值 。 ……所以我一直希望把事业 、职业合而为一 。

　　为了追求他的理想 ,熊先生非常节俭 ,大约十年前 ,他来香港 ,寄居于一间宾馆 ,笔者前去

探访他 ,发觉房间除了足以放下一张单人床外 ,便没有什么空余的地方。那时候 ,香港的物价

还很低廉 ,他理应可以入住三星或四星酒店。但他宁可把赚得的钱用在出版方面。对他来说 ,

只要公司能够维持下去 ,出版好书比赚钱更为重要 。

其他接受访问的商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理想 。张先生是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家 ,他说他

出来经商 ,最终目标不是为了物质回报 ,而是完成在家乡建立一间学校的梦想。他说:

　　我出来搞这个私营企业 ,我自己并不是想将来我有钱啦 ,我要盖什么洋房呀 ,我

要什么…… ,这个都无所谓 。人生就那么短 ,我说人生就是路上的蚂蚁 ,谁走着咯的

皮鞋 ,一钉上去 ,就没有了 。 ……就是 ,自己睡到床上 , ……回想我觉得我还是做些事

情 , ……好好干一下 ,干一下子之中 ,好好的盖一所学校 。总觉得教育是本 ,而且我总

觉得道德教育更要注重一些。我在小的时候 ,我父亲常讲一句话 ,说曾国藩讲过这么

一句话 ,道德是救国之母 。

　　无论是熊先生要帮助别人生产知识 ,还是张先生在家乡盖一所学校的梦想 ,都蕴藏着一种

关怀意识 ,关心自己利益以外的人和事 。张先生提及 ,他曾经供养过一个男孩子读书 。他觉得

该孩子肯学习 ,很用功 ,故栽培他 ,也不期望回报。他对该孩子说:

　　我供你读书 ,你不必怎样 ,最重要 ,第一 ,要报效你父母 ,报效他们养育之恩;第

二 ,要报效国家;第三 ,要堂堂正正做人。

这番话 ,充分显示了张先生的一派儒家本色。

林先生是吉隆坡一间中小型企业的东主 ,在访谈中 ,他提到早些时候大女儿怀孕 ,身体感

到不适 ,他的妻子就服侍她 ,叫她躺在床上 ,不要动 ,多休息 ,煮东西给她吃 。后来 ,他自己家中

的菲律宾女佣也怀了孕 ,也感到身体不适 ,他的妻子同样服侍该女佣 ,叫她不要动 ,多休息 ,还

弄东西给她吃。他的大女儿看在眼里 ,不以为然 ,说妈妈不该如此 ,但他的妻子说了一句话: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在这里 ,林先生说的虽然是妻子的事 ,但他显然是赞同她的行动的 。

儒家意识模式的其他方面 ,如反省意识和内在动机 ,于访谈中比较难以显现出来 ,但也不

见得是毫无踪迹可寻 。譬如张先生强调做生意要以诚待人 ,当访问员问他:“如果对方是很狡

猾的人怎么办?”他回答说:

　　我总觉得再狡猾的人 ,他总是有情 ,有情有义。我把他提出的再苛刻的条件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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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达得到 ,我总觉得他自己应该反省一下 ,这个事情究竟是谁错了 ,那么他自己最后

认为 , ……他自己不认为 ,别人也会指出来 ,最后他总会觉得某某企业 ,某某人是不错

的。因为这个人嘛 ,总是 ,在某种时刻 ,某种场合下 ,你可以违背良心 ,说假话 ,对不对

呀?但是论长远 、论你自己在一个人的时候 ,不能自己对自己把良心打掉 。 ……所

以 ,我还是相信以情 、以诚在市场上做生意。

张先生在这里说的 ,虽然是个假说中的人 ,但所表达的做人立场 ,正是他自己的意识模式 。

前文述及他曾供一个孩子读书 ,所提出的三点期望 ,包括要“堂堂正正做人” ,显示出儒家意识

模式中行义向善的内在动机。

受访商人许多都是通过兴办学校与文教事业 ,来表达他们的关怀意识。教育之所以受到

重视 ,一方面因为它是个人攀往社会上层的主要阶梯 ,另方面显示了中国人心目中人性可塑

的 、根深蒂固的看法 。张先生认为 ,人性既非本善 ,也非本恶 ,一切视乎后天环境 ,所以教育格

外重要。他不认为人人真的皆可以成为圣人 ,但只要努力 ,以及得到适当薰陶 ,则会从善 。

在我们访问过的企业家当中 ,曹先生表达出最鲜明的中庸取向 。他看来对《易经》颇有研

究 ,在我们谈到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时 ,他走到悬挂在会客室的黑板前面 ,借助太极图来畅论

西方自中世纪以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起伏盛衰 。根据他的理解 ,太极图中间的分界线就

像儒家的中庸线一样 ,是调节事物均衡发展的中枢 ,黑的一面与白的一面都要洽到好处 ,过犹

不及 。他强调看事物要从整体出发 ,以期达到各方面和谐和稳定 。

具有中庸取向的商人 ,当然也要谋利 ,但是他们并不像经济人那样以最大利益依附 ,往往

也有情的考虑。陆先生是南京一位私营企业家 ,他承认 ,在中国大陆经营企业 ,很难避免堕入

关系网中 。根据他的理解 ,所谓关系网 ,基本上就是“情” ,或者说是“人情” 。他认为如果情能

到位 ,事情就好办。但是他强调 ,在面对关系网的时候 ,有三点考虑:第一 ,它是不是合法的;第

二 ,它不能危害社会;第三 ,一定要皆大欢喜。访问员旋即问道:“有时很难做到皆大欢喜 ,因为

某方多拿 ,另一方就少拿 。”他的答案节录如下:

陆先生:“这次我多拿 ,下次他多拿 ,便可以皆大欢喜。”跟着他提到中国一句古话:“吃

亏是福。”

访问员:“如果您总是吃亏 ,那么您的企业怎么维持下去呢?”

陆先生:当中国人说吃亏是福 ,不是叫您经常吃亏。最重要是您要争取吃亏 ,以致对

方不让您吃亏 ,那么整个企业就会兴旺。相反 ,如果您不愿意吃亏 ,结果刚好相反 ,因

为对方偏要您吃亏。”

三 、商场的义与利

也许基于东方商人的成功经验 ,西方的经济社会学自从 80年代以来 ,便一改初衷 ,认为社

会制度与文化价值可以促进经济的理性行为 。格兰诺维特(1985)的“嵌入论点”可以说是此一

转折的里程碑 ,其主要论点是:当经济人自愿放弃争取最大收益时 ,整个经济体系会运作得更

为有效。为什么呢? 这一切 ,都得由市场缺陷此一现象说起 。

按照斯密(Adam Smith)原先的论述 ,当每一个人受自利的心理所推动而争取最大收益

时 ,所产生出来的总体效应 ,也会是最大的。但日后的经济学者发现 ,事实并非如此。以工会

为例 ,由于劳方与资方所达成任何协议 ,工人不管是否工会会员 ,也会得益 ,因此无人愿意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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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费。问题的核心在于交易成本 ,当人人想着要乘顺风车时 ,交易费用便显得昂贵 。相反 ,如

果社会制度或文化价值鼓励从事经济活动的人节制自私行为 ,并保证不会因他人的自私行为

而蒙受损失 ,则大家都会得益 ,这就是“嵌入论点”的中心思想。

随着经济学者日渐意识到交易成本的重要性 ,以及市场经常出错 ,他们的注意力就转移到

社会制度对经济活动的正面作用。自 80年代以来 ,经济社会学对制度 、社会关系 、规范 、信任 ,

甚至情绪在经济生活所扮演的角色 ,兴趣与日俱增(Streeck , 1992;Pow ell , 1990;Elster , 1989;

Gambet ta ,1988;Frank ,1988)。譬如多尔(Dore ,1987)就认为 ,日本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

在于儒家伦理对自私行为的约束 ,而且通过制度化 ,使交易成本显著减少。

经济行动的不稳定性 ,使信用及信任在商业世界更形重要。如赫须曼(Hirschman ,1985)

所言 ,经济行动有些可测性甚高 ,有些则有风险 ,甚或不稳定。从可测性高到具有风险再到不

稳定状况 ,行动者就愈趋犹豫 。但有些事情非常重要 ,必须有所行动 ,处此情况下 ,人如果受到

规范约制要比纯从经济观点出发为佳。如果行为的结果是确定的 ,那就毋须信任。但是正如

麦克弗森(McPherson , 1984)指出 ,欺诈的机会到处都是 ,而警察不是无所不在 。面对不确定

处境 ,信任是需要的 ,而诚实肯定会减低经济交换的交易成本。

虽然经济社会学家断定道德价值可以促进工具性行动 ,即是古人所说的利寓于义 ,但他们

只解决了我们所提问题的一部分 ,因为义与利的正面关系只存在于特定处境 。以山东曲阜的

宋先生为例 ,他提到有家麦芽厂 ,因为拖欠别人债务而遭法院起诉 ,要把他们的东西封存 ,并且

计划贱价出售。他说 ,法院的人打电话给他 ,问他要不要麦芽。他问价钱多少 ,对方说 2500元

一吨。他觉得很便宜 ,但随即问道“麦芽是哪个地方的 ?”当他知道货物的来源之后 ,便说 1000

元一吨也不要 ,因为那厂是他们的长期合作伙伴 ,万不能在人家困难的时刻落井下石 。最后 ,

他派人去了解情况 ,结果以每吨 2700元的价格把麦芽买下来 ,让对方有钱清还欠款 。很显然 ,

宋先生的做法是合乎道义的 ,却未能替公司赚取最大利益。

在这里 ,有个问题必须弄清楚:在高度竞争的商业世界 ,商人是否经常可以维持道德操守 ?

前文提及在吉隆坡的林先生 ,是经营汽车零件的。根据他的经验 ,坚持道德操守是会妨碍公司

赚取最大收益的 。主要问题是在汽车零件的市场 ,竞争剧烈 ,而价格往往是关键因素 。他自己

一向的宗旨 ,是正派经营 ,不走私 ,不虚报进口货价格 ,但同行中许多人并非如此 。就像排队一

样 ,必须大家守规矩 ,才有秩序可言 ,不然的话 ,正派的人只会吃亏。林先生承认在这种情况之

下与人竞争 ,做得特别辛苦。以下是访问员与他之间的一段谈话 。

访问员:“规规矩矩的做生意 ,总的来说是吃亏呢? 还是有利呢?”

林先生:“嗯……竞争起来是要吃亏的 ,但是还是可以做的 ,并不是一定要不规矩才能

做生意的。长期来讲 ,我们相信两个字 ,就是诚正 。 ……可以做的 ,不过很困难 ,遇到

很多的挑战 。”

访问员:“那很辛苦呀 !”

林先生:“当然。我们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成长得比较慢。有很多同行啦 ,赚了许多

钱 ,我们没有他赚这样多钱 ,但是我们也得到我们其他的东西 ,我们在社会上人家给

我们的尊敬 ,给我们的认同。我们还是照样在发展呀 ,你看我们(这时 ,他拿出公司历

年的生意及盈利增长表)……,照样在发展呀 ,一直在增加呀 ,只是没有他们赚这样多

钱而已。”

访问员:“那会不会有时候您想想 ,您那么辛苦 ,像他们那样就发展快一些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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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价值观问题 。”

访问员:“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冲突 ?或者认为我就是我 ,他就是他呢 ?”

林先生:“嗯……我不认同他的做法 。 ……不过我们现在做又很辛苦。我们不认同他

的做法 ,不认同就不要跟他做啦 ,可是我们又遇到很多困难 ,很辛苦。”

从这段谈话 ,可见林先生背负着道德责任来做生意 ,真正如曾子所说的“任重而道远 。仁

以为己任 ,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林先生跟着谈到 ,他们能够在商

场立足 ,主要是靠服务 ,靠定位 ,靠自己所建立的良好形象 ,以及多年形成的客户网络 。有了这

些 ,他们就能获得一些名牌零件的代理权 ,因此不必总是在价钱上与人竞争 。不过他补充说 ,

代理权也不是十拿九稳 ,随时会给人夺走 ,所以做生意危机四伏 ,就像一千零一夜那样 ,总是说

不完 ,每天都有新的挑战 。

林先生所涉及的 ,基本上是多取还是少取的分别 ,但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儒商的抉择又如

何呢? 首先要指出 ,在商业世界这种处境是极为少见的。常言说:商场如战场 ,二者确有相同

之处 ,譬如竞争都很激烈 ,都是工具理性当道的赛场。照倪略(Ellul)所言 ,人在这样的处境下 ,

并没有选择的自由。他强调 ,在技术手段与非技术手段之间 ,是没有选择余地的 。只要我们立

心要达到某个目标 ,便没有什么其他手段可以与技术手段抗衡。人当然可以维护选择的自由 ,

选择一些传统的 、道德的 ,或者是一厢情愿的手段。但是这样的话 ,与别人竞争或对抗时就难

逃被淘汰 、被击溃的厄运 。人不仅不能在技术手段与非技术手段之间选择 ,即使在技术手段之

间 ,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其中一个无可避免要脱颖而出 ,犹之乎在四与三之间 ,四大于三 ,这是

事实 ,与个人无关 。所以倪略认为 ,在制胜的处境中 ,人不再是选择者 。事实上 ,他既不是这

样 ,也从未这样做过(1964 ,84)。

不过商场如战场只是个比喻 ,而比喻所着眼的是相同之处。现实世界的事物 ,就整体而

言 ,都是独特的 ,商场与战场亦不例外 ,因此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首先 ,二者的竞争结构并不

一样。在战争的处境中 ,不是你死 ,便是我亡 ,不能手软 ,也无情可言。商业世界并非如此 ,而

是个复杂多样的场所 。与战场不同 ,商场是可以“良性竞争”的 ,这是受访企业家经常提及的名

词。所谓“良性竞争” ,是指通过技术创新 ,改良产品以取胜 ,或者靠敏锐的触感 ,开发新的市

场。李先生是台湾一位颇具规模企业的老板 ,他这样说:

“在台湾这个环境 ,市场不是很大 ,假如自己表现不如别人的话 ,那您生存也成问题 。

倒没有说非怎样把对方置诸死地 ,而是每天在想 ,怎样改进您的产品 ,怎样克服缺陷 。

很自然的 ,这样就会转变成为自己(在市场)的竞争力。”

访问员跟着这样问他:“做生意的 ,一般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有所为 ,有所不为;另一类在跟人

竞争的时候 ,用尽一切办法把对手压下去 ,您自己是属于那一类人呢 ?”他回答说:

我是这样想 ,这个……这个压别人 ,我倒是从来这样的一个逻辑 。我认为 ,我们要跨

进一个新的行业 ,我们想 ,怎样推出一个产品 ,比现在市场现有的 ,我们是有没有办法

令产品有差异性 。我们在寻找我们产品的差异性来寻找我们的位置。他对方的消费

者的需求 ,是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的消费者的需求 ,是这样的需求 ,是不一样的需

求。我们的着眼点不是要把对方排出去 ,而是能否使更多消费者喜欢我们产品 。”

　　由此可见 ,商场本领是要能够脱颖而出 ,不一定非要置他人于死地不可 。宋先生以运动场

的竞技来形容他在市场的竞争态度 ,从而提出了三条准则:第一 ,拼命向前;第二 ,紧盯着领先

的那一位;第三 ,不绊倒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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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些时候 ,商人可能被逼进入一个类似战场的处境。许先生并不符合本文给予儒商

的定义 ,是个比较接近老庄思想的企业家 ,然而他所经历过的体验 ,很值得在这里作为例子说

明一下 。在他确立他的企业王国地位之前 ,受到一个财雄势大的竞争对手所排挤。那位对手

发动一场减价战 ,旨在将他赶出市场。当他回想此事时 ,他形容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 。最

后的结果 ,不是他被排斥 ,而是对手出局 。他之所以能够获胜 ,不靠力敌 ,纯以智取(黄 , 1996 ,

125-130)。这个例子 ,一方面支持倪略的论点 ,在充满竞争的制胜处境 ,工具理性一定抬头 。

在你死我活的关头 ,更加容不下同情与怜悯。但是商场与战场不同 ,后者要杀人 ,即使逼于无

奈 ,也不能说无愧于心。但像许先生那样 ,商人为了挣扎图存 ,而将对手打败 ,总不能说是不道

德吧 !

四 、小　　结

在这项研究中 ,我们访问了一些怀抱儒家价值 ,以义制利的商人。他们的经验显示 ,虽然

做生意时坚持道德操守中间会造成障碍 ,但基本上还是能够在商场生存 ,而且做得相当出色 。

受访儒商虽然人数很少 ,但其重要性不应因此而受到忽视 ,因为他们的存在 ,显示出儒商不光

是概念及历史现象 ,而是现实社会里面活生生的人 。他们人数稀少 ,不是因为与时代脱节 ,而

是他们所怀抱的价值 ,没有像传统时代那样得到制度上的支持。如上所言 ,自本世纪以来 ,就

其影响力而言 ,儒家思想已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在今日 ,基本上是以文化传统的余绪绵延下

来。

但是我们深信 ,随着东亚地区日渐现代化 ,儒家思想应予重新肯定。这里不只有着共同的

文化渊源 ,而且都纳入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 ,工具理性的泛滥指日可待。如果我们同意法兰克

福学者的判断 ,工具理性是高度现代化社会许多罪恶的主要源头 ,则儒家思想正可发挥制约作

用。早在二千多年前 ,孔子已经致力于抵制工具理性的横决 ,并且创教立说而垂诸千古。我们

今天要做的 ,是证明他提出的一套是有用及可行的 。本研究在这方面迈出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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